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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鴻超

　　作爲《春秋》三傳之一，《左傳》以記史豐富、内容詳瞻著稱。 然而，自漢代開始，不

斷有學者否定《左傳》爲《春秋》之傳。 尤以清人劉逢禄撰寫《春秋左傳考證》之後，學

界又興起了劉歆作僞説，全盤否定《左傳》的傳書身份。 然而，此後經過激烈的論爭，

時至今日，僞書論已被完全否定。 〔１〕不過，關於《左傳》是否傳《春秋》，仍是莫衷一

是，懸而未決。 由於受傳統資料的局限，學界近些年對該問題的探究相對停滯。 值得

慶幸的是，隨着地下出土典籍的日益增多，尤其是清華簡《繫年》的發布，給我們解決

這一經學問題提供了新的途徑。 清華簡《繫年》是一部經系統編撰的戰國史著，分章

記載了周初至戰國初的重大史實，内容多見於《左傳》，且一般認爲二者在文獻上有着

密切的關係。 〔２〕倘若我們拿作爲先秦史著的《繫年》與《左傳》進行比對，不但可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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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劉逢禄之後，龔自珍、康有爲、崔適、錢玄同、顧頡剛等皆從劉歆作僞説。 與此針鋒相對，該説也受到
當時諸多學者的反對。 他們主要從三個方面加以駁斥： 一是有針對性地逐條反駁，如章太炎《春秋左
傳讀》、《春秋左傳讀叙録》就是對劉逢禄《左氏春秋考證》所列證據進行一一辯駁；二是考查《左傳》材料
的可靠性，如劉師培《周季諸子述左傳考》、《左傳學行於西漢考》是從《左傳》於先秦漢初已廣爲流傳的
角度，證明《左傳》一書早已有之，非劉歆獨創，又如羅倬漢《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考證》，用大量證據證明
《十二諸侯年表》裏的很多條目只能根據《左傳》而來；三是從劉歆生平入手，如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

詳細考證劉向、歆父子及王莽的身世經歷，指出二十八條證據證明劉歆不可能作僞。 由於以上這三個
方面涉及了《左傳》的内在和外延，故１９４９年後，劉歆作僞説日漸式微。 直到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
初，徐仁甫發表多篇論文，並在此基礎上寫成《左傳疏證》，重持劉歆作僞説。 與此同時，胡念貽在前人
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文獻學、天文學、語言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並結合當時新出土的馬王堆《春秋事
語》，對劉歆作僞説作了總結性的批判。 除此之外，他還在方法論上指明徐仁甫的錯誤。 另外，臺灣方
炫琛的《春秋左傳劉歆僞作竄亂辨疑》也否定了劉歆作僞的可能。 故至此《左傳》非僞幾成定論，重操僞
書舊論者寥寥無幾。

如陳偉先生推測《繫年》便是鐸椒抄撮自《左傳》的《鐸氏微》。 見陳偉： 《清華大學藏竹書〈繫年〉 （轉下頁）



證《左傳》“以事解經”中“事”的可信度，甚至還能從編纂角度，探尋《左傳》的經學屬

性。 本文即以《繫年》爲參照，嘗試尋求《左傳》藉史闡發《春秋》經義的綫索與特徵，以

期能爲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 以下試以論之，敬請方家批評

指正。 〔１〕

一、以《繫年》爲參照的可行性

概括來説，除劉歆作僞論外，歷代否定《左傳》傳書性質的方式可大致歸爲兩類：

一是以今文經立場駁斥《左傳》，認爲《左傳》“不祖孔子”、“不類《公》、《穀》”。 如東漢

范升説：“《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 〔１〕至明顧炎武則進一步説：“左氏解經，多

不得聖人之意。” 〔２〕二是以純粹的史學眼光看待《左傳》，認爲《左傳》是一本獨立的史

書。 如晉代王接云：“《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爲經發。” 〔３〕又清皮錫瑞云：

“《春秋》是經，《左傳》是史，必欲强合爲一，反致信傳疑經。” 〔４〕趙光賢先生也説：“《左

傳》原係雜采各國史書而成，最初不過是一種史事彙編的性質，並非編年之史，原是一

部獨立的書，與《春秋》無關。” 〔５〕從以上這兩類來看，第一類是過去今文經學家的一

貫觀點。 即以《公羊傳》、《穀梁傳》的解經形式作爲傳書的唯一標準。 關於該類，過去

一些學者曾有過系統的反駁， 〔６〕於此不煩贅述。 而第二類是將《左傳》視爲一般的史

書。 由於從表象上看，《左傳》顯然是一部成熟的編年史，僅就閲讀史實而言，確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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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的文獻學考查》，《史林》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沈建華先生認爲，《繫年》與《左傳》屬於“異本共存”的關

係，但二者史料資源上有共用的地方。 見沈建華： 《試説清華〈繫年〉楚簡與〈春秋左傳〉成書》，載於陳
致主編： 《簡帛·經典·古史》第１６５—１７１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而筆者則以爲，《繫年》並非
《鐸氏微》。 不過，《繫年》與《左傳》雖屬於兩個系統的史著，但二者在史料來源上存在密切的關係。 見
陳鴻超： 《試論〈左傳〉與清華簡〈繫年〉的文獻關係》，待刊。

范曄： 《後漢書》第１２２８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

顧炎武： 《日知録》第１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０年。

房玄齡： 《晉書》第１４３５頁，中華書局１９７４年。

皮錫瑞： 《經學通論》第４９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３年。

趙光賢： 《古史考辨》第１４０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７年。

對第一類觀點的批駁，概括來説，一般可分爲兩種理路。 一是尋求《左傳》與《公羊》、《穀梁》思想的相似
之處，並承認傳書多種形式並存。 如賈逵認爲《左傳》同“《公羊》者十有七八”（范曄： 《後漢書》第１２３６
頁）。 荀悦則云：“仲尼作經，本一而已。 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荀悦： 《申鑒》卷二，四部叢刊
景明嘉靖本）二是尋求《左傳》本身與《春秋》的對應關係，如趙生群先生將《春秋》與《左傳》逐條統計，認
爲在１８７０條《春秋》經文中，《左傳》能與之直接對應的有１３００餘條，無直接對應關係的只有３００條（趙
生群： 《春秋經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可以脱離《春秋》存在的，故相較於第一類更難批駁。 以往一些學者多集中於宏觀歷

時層面闡明《左傳》除史之外的經學性質，無疑均準確地把握了《左傳》爲傳研究的大

方向。 〔１〕但就微觀共時層面上，《左傳》究竟與當時同素材之史書存在何種差異，或

者説，《左傳》是如何利用與史書相同的史料達到經學之目的的，却鮮有學者作深入

探討。

針對這一問題，清華簡《繫年》恰好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微觀切入點。 從

目前掌握的出土史類文獻及傳世的先秦史書來看，《繫年》布局宏大，前後照應，内

容豐富，語言凝練，且未經後世傳抄删改，無疑在先秦史著中具有很强的代表

性。 〔２〕以其作爲參照，一是可以在史實層面支持對第一類觀點的反駁。 我們知

道，孟子言 《春秋》有 “事 ”、“文 ”、“義”三要素， 〔３〕故而爲 《春秋》之傳者，要能得

“聖人之意”，首先須在 “事”、“文”上具有真實性。 而在與 《繫年》的史料比對中，

可以確實，《左傳》中的大部分記載皆有憑有據，淵源有自，由此可證 《左傳》在解

經的叙史層面具有極高的可信度。 甚至還可發現，在《公》、《穀》中一些解釋單薄

的地方，《左傳》不僅記載詳盡，而且能够得到 《繫年》的印證，從而在一定程度上

驗證了司馬遷對《左傳》的記述。 〔４〕二是能够進一步窺看 《左傳 》藉史成傳 、闡

發 《春秋 》義理的特徵與手法 。 這顯然是 《左傳 》區别於史 ，爲經之傳的重要

關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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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趙伯雄先生説：“《春秋》本是魯國的編年史，《左傳》更是一部記事詳贍的‘史書’，故將《春秋》經傳及
相關著作歸入歷史類中似在情理之中，但若細究起來，這種分類並不準確。 《春秋》固然本是魯國的編
年史，但嚴格説起來，《春秋》學却不能算是史學。 《春秋》學從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不是史學……《春
秋》學不是史學，但它包含有史學的内容……從歷代學者研治《春秋》經傳的總的傾向來看，從歷代統治
階級對《春秋》的利用情況來看，《春秋》學更主要的應該是一種政治哲學。”（趙伯雄： 《春秋學史·自
序》第３—４頁，山東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年）此外，常森先生亦以文學之視角，作過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總
結：“《左傳》實以先秦文學的一種具體形態，兼具了現代學術立場上史學、文學、哲學（具體表現爲經學）

的特質；其最表層是史學，中間層是文學，最深層則是經學。”（常森： 《二十世紀先秦散文研究反思》第

２６７頁，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可參見許兆昌 、齊丹丹 ： 《試論清華簡〈繫年〉的編纂特點》，《古代文明》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
《孟子·離婁下》記孟子言 《春秋 》： “其事則齊桓 、晉文 ，其文則史 。 孔子曰 ： ‘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 。’”見阮元校刻 ： 《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第２７２８頁 ，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 。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記載《左傳》成書的原因 ：“七十子之徒 ，口受其傳指 ；爲有所刺譏
褒諱挹損之文辭 ，不可以書見也 。 魯君子左丘明 ，懼弟子人人異端 ，各安其意 ，失其真 ；故因孔子 、

史記 ，具論其語 ，成《左氏春秋》。”可見 ，以司馬遷的觀點 ，在孔子去世後 ，左丘明因孔門後學不明
《春秋》背後史實 ，造成對《春秋》解釋各安其意 ，才以史記的形式作 《左傳》。 見司馬遷 ： 《史記》第

５０９—５１０頁 ，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 。



二、《左傳》解經叙史的可靠性

《春秋》本據魯史而作，其經義建立在具體歷史的基礎之上。 因而《左傳》是否爲

《春秋》之傳的首要條件便是其還原《春秋》背後的史實是否可靠。 若《左傳》中記載大

多失實，“以事解經”自然無從談起。 以往在傳世文獻裏，記史上能够系統與《左傳》比

對的只有《國語》和《史記》。 但《國語》號稱“《春秋》外傳”，傳統上認爲也是左丘明所

作。 而《史記》對於春秋歷史的記載，有相當一部分取材於《左傳》。 〔１〕那麽，以傳世

的這兩種文獻驗證《左傳》史料，便存在一定的局限。 不過，近年來出土文獻的大量公

布，補充了以往參考資料上的不足，給《左傳》解經史料的可信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 以下便以《繫年》爲參照，試舉兩例：

如《春秋·莊公十年》記載：

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２〕

不同於《公》、《穀》二傳專注於春秋書法， 〔３〕《左傳》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脉交代得

十分清楚：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

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

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４〕

姑且不論三《傳》解經孰優孰劣，就《左傳》本身而言，對於這條經文解釋的有效性

首先取決於這則歷史記述是否真實可靠。 以往我們很難瞭解《左傳》依何所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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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班固有言：“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
（班固： 《漢書》第２０７０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５年）此後，唐司馬貞《史記正義》、張守節《史記索隱》，宋王若虚
《史記辨惑》、鄭樵《通志》，明凌稚隆《史記評林》，清梁玉繩《史記志疑》等皆云《史記》取材《左傳》。

阮元校刻：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第１７６７頁。

該年《公羊傳》：“荆者何？ 州名也。 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蔡
侯獻舞何以名？ 絶。 曷爲絶之？ 獲也。 曷爲不言其獲？ 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荆者，楚
也。 何爲謂之荆？ 狄之也。 何爲狄之？ 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 故曰荆，狄之也。 蔡侯何以
名也？ 絶之也。 何爲絶之？ 獲也。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 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 其言敗
何也？ 釋蔡侯之獲也。 以歸，猶愈乎執也。”皆是從字意、書法解釋《春秋》。 見阮元校刻： 《春秋公羊傳
注疏》，《十三經注疏》第２２３２頁；《春秋穀梁傳注疏》，《十三經注疏》第２３８３頁。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第１７６７頁。



清華簡《繫年》第五章正好有與之相似之記載（爲方便引述及閲讀，本文所引《繫年》原

文均采用已隸定出的通行字，並不再標注簡號）：

蔡哀侯取妻於陳，息侯亦取妻於陳，是息嬀。息嬀將歸於息，過

蔡，蔡哀侯命止之，曰：“以同姓之故，必入。”息嬀乃入于蔡，蔡哀侯妻

之。息侯弗順，乃使人于楚文王曰：“君來伐我，我將求救於蔡，君焉敗

之。”文王起師伐息，息侯求救於蔡，蔡哀侯率師以救息，文王敗之於

莘，獲哀侯以歸。〔１〕

從《左傳》與《繫年》的這段對比來看，二者無論是在叙史脉絡上，還是在詞句上均十分

接近，極可能《左傳》和《繫年》此處取自相同或相似之史料。 這顯然是肯定了《左傳》

對該事的記載確有淵源，正確反映了《春秋》這條經文背後的史實信息。

又如《春秋·宣公十七年》記載：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２〕

這條經文《公羊》未作解釋，《穀梁》則云：“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３〕而《左傳》則云：

“夏，會於斷道，討貳也。 盟於卷楚，辭齊人。” 〔４〕不僅説明了會盟的目的，也説明了會

盟國家中没有齊國的原因。 那麽，此次盟會爲何會“辭齊人”，《左傳》在本年初傳文中

已有過解釋：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

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５〕

這樣的内幕揭露是否有其文獻依據呢？ 恰好《繫年》第十四章有非常相似之記載：

晉景公立八年，隨會率師，會諸侯於斷道，公命駒之克先聘于齊，且召高

之固曰：“今春其會諸侯，子其與臨之。”齊頃公使其女子自房中觀駒之克，駒

之克將受齊侯幣，女子笑於房中，駒之克降堂而誓曰：“所不復訽於齊，毋能

涉白水。”〔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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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舉兩個小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左傳》叙史確實有其歷史依據。 雖然《左傳》

所記一些史實的年代與其成書時代相隔久遠，且當時還面臨官學下移，百家言史，其

言不雅馴的環境，但《左傳》中的史料依舊保持極高的可信度。 當然，受時代局限，其

中的某些記載可能也非全然是歷史真相。 〔１〕然而，至少我們應承認，《左傳》中的史

料大都有確實的依據，並非後世好事者憑空臆編，更不用提劉歆作僞。 因而，這無疑

在史實層面肯定了《左傳》解經的價值。

三、《左傳》承《春秋》之褒貶

衆所周知，“褒貶懲勸”是《春秋》明義的一個核心思想。 如司馬遷云：“夫《春秋》，

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

國，繼絶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２〕又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云：“昔者夫

子……因魯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誡。 褒見一字，貴逾軒冕；

貶在片言，誅深斧鉞。” 〔３〕作爲《春秋》傳書之一，《左傳》“以事解經”的“事”僅是解經

的基礎，實際上，《左傳》並没固步於單純記史，而是繼承了《春秋》褒貶之精髓，將褒貶

寓於叙史之中。 但這在以往並不被一些攻擊《左傳》的學者接受，他們認爲《左傳》詳

於事實，略於微言，只是獨立的史書。 然而，這其實是以後世史著的眼光看待《左傳》。

如果我們拿《繫年》作爲先秦典型的史學作品，來與《左傳》比對，就可以發現《左傳》在

褒貶上的加工與深化。 《左傳》和《繫年》在很多地方題材相同，内容相似。 然而，即便

如此，二者在叙史旨趣上却迥然不同。 《繫年》全在叙述，而《左傳》則以叙述作鋪墊，

重在褒貶評論。

一是藴含豐富的人物評論。 我們先來看《繫年》第六章記載晉國驪姬之亂及公子

重耳流亡之始末：

晉獻公之嬖妾曰驪姬，欲其子奚齊之爲君也，乃讒太子共君而殺之，又

讒惠公及文公，文公奔狄，惠公奔于梁。獻公卒，乃立奚齊。其大夫里之克

乃殺奚齊，而立其弟悼子，里之克又殺悼子。秦穆公乃内惠公于晉，惠公賂

秦公曰：“我後果入，使君涉河，至於梁城。”惠公既入，乃背秦公弗予。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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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秦公率師與惠公戰于韓，止惠公以歸。惠公焉以其子懷公爲質于秦，秦

穆公以其子妻之。文公十又二年居狄，狄甚善之，而弗能入；乃適齊，齊人善

之；適宋，宋人善之，亦莫之能入；乃適衛，衛人弗善；適鄭，鄭人弗善；乃適

楚。懷公自秦逃歸，秦穆公乃召文公於楚，使襲懷公之室。晉惠公卒，懷公

即位。秦人起師以内文公于晉…… 〔１〕

《左傳》對應《繫年》的内容主要分述於莊公二十八年到僖公二十三年的傳文

之中。 當然，在篇幅上，《繫年》要比 《左傳 》簡略很多，似乎僅是對原始史料稍作

加工。 然而，這種單純的平鋪直叙，雖含有記言内容，但也缺乏直接的價值評判。

而《左傳》則不然，在同一叙述主綫中插入大量對人物的褒貶評論，可摘録幾處

如下： 〔２〕

《左傳·僖公十年》：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晉惠公）背大主而忌

小怨，民弗與也……”

《左傳·僖公十四年》：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

義。四德皆失，（晉惠公）何以守國？”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楚子曰：“晉公子（晉文公）廣而儉，文而有禮。

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以上足見，同是記述晉國的這次内亂，《繫年》只是陳述事件始末，不帶任何人物評

價，而《左傳》則在叙史的同時，無處不在藉他人之口，批評惠公之失德，褒奬文公之

賢明。

二是遵循《春秋》叙史之立場。 《春秋 》據魯史所編，行文皆用魯國口吻。 同

樣，《左傳》依照《春秋》體例，對内在叙述魯史時亦皆用本國口吻，比如稱魯君都

簡稱“公”，稱魯國時通稱爲“我”。 〔３〕事實上，不僅如此，現今通過與《繫年》的比

較，可以進一步發現《左傳》叙述他國時措辭的差異，從而能够從内、外兩方面證明

其與《春秋》立場的統一。 《繫年 》作爲楚文字書寫的史書，經過了作者的統一編

纂，記史通常站於楚人之立場。 例如，陳偉先生已指出，《繫年》在楚國國君交替方

面，通常寫作某王“既殜”，某王“即位”，對晉國國君去世則多稱 “卒”，這應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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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立場自覺或不自覺的表露。 〔１〕而我們發現， 《左傳 》對一些人物去世也用

“即世” 〔２〕：

《左傳·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吕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

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獻公即世
獉獉

，穆公不忘舊德……文公即世
獉獉

，穆爲不

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穆、襄即世，康、靈即位……言誓未就，景公即
獉

世
獉
，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裨諶曰：“……子西即世
獉獉

，將焉闢之？天禍鄭久

矣，其必使子産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左傳·昭公十九年》：子産不待而對客曰：“……平丘之會，君尋舊盟

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
獉獉

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

鄙也，何國之爲？”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於諸侯曰：“……昔先王之命曰：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

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
獉獉

，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

圖之！”

從上下的語境來看，《左傳》中的“即世”和《繫年》一樣，是一個褒義的稱法，這很

可能是當時歷史書寫的一種慣例。 然而《左傳》却没有一處用於楚王，相反，對楚王逝

世，則依《春秋》言他國國君之文例稱“卒”，如： 〔３〕

《左傳·宣公十八年》：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

蜀之役。

《左傳·成公二年》：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左傳·襄公十三年》：秋，楚共王卒。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及漢，楚康王卒。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

顯而易見，《左傳》在立場上是與《繫年》不同的，而與《春秋》相同。 一般認爲，《左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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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編撰中博取了各國史料。 〔１〕那麽，這其中應不乏楚國史料，尤其是關於楚王生卒

的記載，但對於包含他國立場的用詞，《左傳》則依《春秋》體例標準作了注意和修改。

這便肯定了《左傳》注重用字措辭，確有微言褒貶的事實。

以上，我們只是拿《繫年》作爲一個典型參照。 實際上，不僅包括目前我們所能見

到的出土史類文獻，也包括傳世的先秦史書，還没有一部能像《左傳》那樣包含如此豐

富的褒貶評論。 因此，《左傳》叙史，無不在藉事明理，藉史明義，闡釋《春秋》褒貶内

涵。 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左傳》並非單純之史書，叙事僅僅是一種手段，其最終目

的在於進一步發揚《春秋》之義。

四、《左傳》超越單純叙史的思想性

與《繫年》比對，《左傳》爲傳的另一個特徵是具有超越單純叙史的思想性，可舉兩

個方面的例子。

第一，相比《繫年》，《左傳》記載固然要豐富得多，但它並未專注於對細節的描述，

而在此之中融入諸多儒家的觀念，這是像《繫年》這樣的史著所無法企及的。 如《繫

年》第八章記載了秦、晉“崤”之戰始末：

晉文公立七年，秦、晉圍鄭，鄭降秦不降晉，晉人以不憖。秦人豫戍於

鄭，鄭人屬北門之管於秦之戍人，秦之戍人使歸告曰：“我既得鄭之門管也，

來襲之。”秦師將東襲鄭，鄭之賈人弦高將西市，遇之，乃以鄭君之命勞秦三

帥。秦師乃復，伐滑，取之。晉文公卒，未葬，襄公親率師禦秦師于崤，大敗

之…… 〔２〕

《左傳》對應記載散見於僖公三十年到僖公三十三年傳文。 從史實基本脉絡上

看，二者並無二致，可推測所據史料最初的源頭是相同的。 那麽，《左傳》多出的細節

部分則代表《左傳》自身的編纂傾向。 而這之中，《左傳》許多地方均體現了儒家重仁、

尚禮、崇智的觀念，如： 〔３〕

僖公三十年記秦軍從鄭國退兵，晉子犯請求追擊，晉文公以“仁”、“知”、“武”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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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 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 微夫人力不及此。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 失其所與，

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 吾其還也。”亦去之。

僖公三十三年記秦師襲鄭，過周北門，王孫滿觀師言秦師無“禮”： 王孫滿尚幼，觀

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 輕則寡謀，無禮則脱。 入險而脱，又不能謀，能

無敗乎？”

僖公三十三年記“崤”之戰前晉國群臣的議論： 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

秦則無禮，何施之爲……”

上引《左傳》補充的這些細節言論，事實上包含對“仁”、“禮”、“知”等概念的歷史

界定。 《左傳》對這些言論的搜集編入，不是在對這些概念作抽象歸納，而旨在説明

“仁”、“禮”、“知”的具體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與《繫年》的通篇比較，這樣的例子

比比皆是。 由此，我們可以明確看到《左傳》闡發《春秋》要義的一大思路，即在史實框

架中，建立對諸多儒家觀念的歷史理解。

第二，《左傳》闡發《春秋》經義的另一個特點是，比單純的叙史著作具有更爲深刻

的歷史思考。 如可先看清華簡《繫年》第九章：

晉襄公卒，靈公高幼，大夫聚謀曰：“君幼，未可奉承也，毋乃不能邦？”猷

求强君，乃命左行蔑與隨會召襄公之弟雍也于秦。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

號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將

寘此子也？”大夫閔，乃皆背之曰：“我莫命招之。”乃立靈公，焉葬襄公。〔１〕

本章主要記載了晉襄公去世，群臣推舉繼任者，可見於《左傳》文公六年與七年的相關

記載： 〔２〕

《左傳·文公六年》：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于秦。秦，舊好也。置

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

難必抒矣。”

《左傳·文公七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

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曰：

“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

·６０１·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第１５７頁。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第１８４４、１８４５頁。



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以上《繫年》和《左傳》内容大體相同，語言多有相似，但却代表了各自不同的編纂思

路。 對於襄公卒、靈公高幼的局面，《繫年》只是簡簡單單地記載了大夫們的商議結

論：“君幼，未可奉承也”，而《左傳》對群臣爭論儲君人選的記述顯然要詳細得多，且對

待立君之事有其深刻的見解。 借用趙孟之言，《左傳》認爲，立臨難之君，當審視其内

在和外在的“四德”，即“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 這使得《左傳》不

再單一局限於事件本身的描述，而是藉史融入對歷史的總結和反思。

由此可知，《左傳》叙事不僅豐滿，而且帶有叙事之外的説理性。 這使它在具備史

學屬性的同時，具有超越當時史著的思想性。 綜合上文論及《左傳》在史實、褒貶、思

想方面的特性，可爲之結論： 《左傳》雖是史著，但歷史素材在《左傳》中不再單純起到

歷史記憶、歷史檔案或歷史教學的作用，而是成爲闡發《春秋》經義之媒介，從而形成

“以事解經”的形式，使《左傳》呈現叙事義理化、經學化的特徵。 這是《春秋》傳書的一

大發展，同時也是中國傳統史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綜上所述，本文試圖從出土文獻的角度，説明《左傳》的傳書身份及特徵。 因出於

篇幅考慮，且爲了更具針對性，文中僅拿《繫年》作爲參照（與其他地下文獻，尤其是與

更多出土史類文獻的比較，有待日後進一步補充）。 然而，本文希望藉此能够啓示研

究者，利用最新的出土資料，去嘗試解決《左傳》學上的核心問題。 相信隨着日後可供

比對的出土文獻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這樣一種新的視角將有助於我們在《左傳》的

更多關鍵性問題上作出新的嘗試與突破。

（陳鴻超　 清華大學歷史系　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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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清華簡《繫年》看《左傳》的傳書性質及特徵


